
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 18卷，共有 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 11卷 

《抗 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 

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 

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 

“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 l0年的历 

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 

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 

讨论。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 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 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 

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 

“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 Et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 

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 

[作者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抗战史研究“三调” 

江 沛 

(责任编辑：郭蕾) 

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为契机的宣传热潮逐渐散去，各地抓住机会兴建了一批抗战纪念场 

馆，树立了一批抗战名人塑像，出版了一批各类史料，发表了大批研究论著，召开了各个层次的学术 

会议和纪念会、座谈会，抗战史研究从以往由批评 日本无视历史的激情和相对清淡的学术探讨共同 

构建的复杂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外交需求及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抗 日战争胜利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间的复杂关系得到公认，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再次得到极好铨释。 

针对抗战史研究的新态势及相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史的诸多细节尚需考察，应回 

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状态，“把历史的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 

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掘出抗战与中华民族崛起、中国政治格局变革、冷战局面下中国 

国际环境变化间的深刻意义及影响，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对此，已获不少成就的抗战史学 

界，的确应该予以深刻体会，不仅要努力发掘、利用并对比各方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思考抗战史实 

如何重建、史料基础如何夯实、经历者如何贡献客观记忆的问题 ，还要关注如何从全球史的角度关 

注抗战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从国际化视野分析中国抗战与二战时期欧美各国间外交及战略利益 

博弈的问题；日本是中El战争的发起者，也是战场的主导者，那么如何从 日文资料中把握 日本外交 

与政治动向、日军战略方针与战场走向的关系应是关键，从军事学的角度思考中日双方的军事体 

制、兵力部署、战术结构及战役特征，同样不可缺少；在充分认识战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 日伪占 

领区三者关系及其影响的前提下，既要关注国统区、根据地民众的抗战动员及经济生活，也要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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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考察沦陷长达 50年的台湾、l4年的东北各省和8年的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及 

思想观念的演变。我们总讲抗战是全民族的苦难记忆，但置身战区的炮火中与身处战场之外甚至 

连 日机轰炸都未经历的西北区域民众，他们对于战争的记忆很可能视角不一、感受不同。诸如此类 

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与研究。 

认真细化抗战史研究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深入思考、扩展对抗战重大史实构建 

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是迫切的。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①，美国学者 

柯文(Paul A．Cohen)依托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提出的历史认识论值得借鉴。柯文认为，历史认识中 

存在着三条路径：事件本身、经历者表述与理解、基于种种原因的神话再造，三者间特别是第一条与 

后两条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三者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及认识，展现了各 自对过去与现在之间 

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构建。 

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建构和讲述中国抗战史，同样存在着客观事实、经历者局限与神话传说间的 

差异性，三者共存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深刻认识战争、汲取经验与教训是有问题的。在此仅举三例 

以为说明。 

(一)战时中共创建的华北各根据地区域，多是远离城镇和交通线的偏远乡村。面对生活水平 

低下、文化素质较低、民族国家观念淡薄的农民群体，中共的战争与革命动员存在巨大困难。在战 

争中，由于男性青年多参加地方武装，乡村存在巨大的劳力短缺，战争后勤及行政管理也需要人手， 

在女性解放观念及服务现实的双重需求下，女性走出家庭、投身战争与革命就成为必然，其间妇女 

解放的政策因革命及战争的需求时有变化，女性解放的追求要让位于服务现实的需求而不是相 

反。② 在战时宣传及战后的历史记述中，各根据地的女性解放多只讲是中共政治理念及动员的结 

果，缺少史实梳理的支撑，对传统习俗、经济困难之于革命及战争的制约作用认识不够，从而形成了 
一 些类似神话传说般的叙述，如健步如飞的妇救会主任、女游击队长等形象，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问题是直至2O世纪30年代中后期，晋冀鲁豫偏远山村的女性仍多缠足，放足者偏少，恰恰是 

中共各级政权强令放足，才使这场祸害女性千余年的恶俗得以遏制，但却难以保证已缠足女性避免 

战争的祸害，不少女性正是因小脚才难逃日伪“扫荡”的，也因此难以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1942--1943年问，以河南为中心爆发 了一场大灾荒。据美国记者 白修德 (Theodore 

H．White)估计，仅在国统区河南各县，就有300万人死于旱荒。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更透过 

强烈的视觉冲击，让灾荒的残酷性及死亡300万人的巨大数字深入人心。证诸史料 ，当时各地灾情 

有一定的差异性，不仅有大旱，也包括风灾、雹灾、蝗灾等；各县灾情轻重不一，1942年各县年均收 

成是往年的三四成；尽管河南省各地方政权存在管理混乱甚至贪污的问题 ，但国民政府还是投人了 

大量救灾款粮 ，第一战区各部官兵曾将大批军粮捐助民众 ，河南省及各县、镇政府也支持灾民逃荒 

移垦，各项救灾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灾后前后两次统计 ，死亡人数分别是 148万人(应包含有逃 

荒人口)和28．8万人③，虽然难以定案，但史实与媒体渲染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 

(三)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人敌手。1938--1945年间，有十几个省全部或部分沦为敌占区， 

人15在 1亿以上。站在谴责日伪统治残酷性的立场上，国内涉及沦陷区研究的几乎所有论著，除讲 

述民众生活的困苦外，多以经济掠夺、野蛮统治、“集家并村”、设立无人区、细菌战与化学战、娼业 

散布、烟馆林立、毒品泛滥、抓捕劳工与慰安妇等为主要内容。然而，台湾 50年、东北 14年及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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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② 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 0：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江沛：《“哀鸣四野痛灾黎”：l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河南大学学报》20l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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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的8年，民众如何看待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权，如何看待生活及未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如 

何，在持续性贫困中如何度日?沦陷区民众与日侨群体间如何相处，是区分军人与民众还是皆以 

“兽类集团”视之?日军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但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能否持久，日伪沦 

陷区的产业与贸易政策究竟如何?汉奸政权也需要财政支撑才能运转，其财政来源何在?仅靠抢 

劫民众可以保证吗?稍有经济学常识者都会否定这一判断。汉奸政权的奴性特征是无疑的，但其 

利益诉求与17t军绝对一致吗?伪政权的运作过程是否毫无自主性?汉奸投敌原因诸多，心态各异， 

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利益甚至不惜卖国求荣，这是需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深入探讨的。 

三个事例，分属中共根据地、国统区及沦陷区，在相关的历史叙述中，是以客观事实为骨干的， 

但的确也夹杂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亲历者的片面口述与有意识的选择；在浓重的民族主义情感中， 

我们对中共抗战及根据地建设的总结以经验居多，难以展开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客观评价， 

当然也不能接受对日伪政权的中性表述，抗战史研究中的“三调”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问题是， 

三个事例纯属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具有普遍意义的话 ，抗战史研究的重大问题随之而来：今 

天的历史叙述与已有的事实间究竟有多远?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抗战军民的真实情感?是否充分 

理解了沦陷区民众的无奈沉默，对灾荒与战乱的苦难描述是否准确?后代会问：以日本的国力，他 

们凭什么敢于对中国肆无忌惮地出兵?如果没有外部支援，我们可以单独战胜吗?个中的矛盾与 

龃龉，本是历史复杂性的具体体现，却被当下的抗战史粗描给淹没了。 

日本方面对中日战争史的表述同样存在上述的“三调”问题，需认真梳理，但不能因此无视其 

资料的价值。在中日战争的多数时间里，日军一直是战场上的主导者，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都由日 

方发起，对各沦陷区的统治政策也是 日方提出并实施的，中方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的境地，国际外交 

也多是围绕着英美对日、苏联对 日和中日间展开的。因此，对 日本的战略思想、政略与军事的配合 

应予以重视，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不能忽视。日本的和战政策、其北上抑或南下政策及对 

中国战场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至为关键，如果没有对 日本 

资料的借鉴，不去深切思考 日本的国际战略，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于二战及抗战进程及特征的理解。 

抗战史研究不能缺少日方资料这一“调”。 

我们需要在大量多方史料的基础上重建抗战史实，从细节人手、从二战史的宏大视野切入、力 

求避免情感与道德的纠缠，剔除神话成分与经历者的片面性，还原历史的真实。最近 10年，日本亚 

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电子化档案大批量公布，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也在推动日 

文资料的翻译和出版，相信这一状况很快会得到改善。 

客观事实显然是有别于神话的历史与经历者的口述历史的，但至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叙述中，都 

包含了事实、经历与神话的多种因素。历史学家构建的叙事，本身也包含着诸多其他因素，如不同 

时期史学家所处的环境、中日关系的好坏及相互认同程度等，都会影响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叙述 

和表达，并不完全与事实相关。如果完全屈从于一种并不稳定的非学术标准而放弃了史学追求真 

相的职责，史学家也极易成为神话历史的参与者。① 经历者的认识，会根据不同历史语境的需要加 

以修正，有时也会在彰显或隐蔽自身作用上进行取舍，他们因局部参与而难以有全局性的视野。神 

话的表达多出于道德情感及民族国家立场，其取向反而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人相信神话比事实更 

具有激励价值 ，这使得神话历史的叙述常常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且总有市场。问题是我们描述的 日 

军的弱智，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上的轻松叙事，遮蔽了日本对华政略与战略的内含，屏蔽了我们的困 

顿与弱点，甚至无益于对战争残酷性的理解并汲取教益。如柯文所言，其实影响历史演进的因素过 

①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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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互关系极其复杂，头绪较多，但表述历史却要求尽可能条理化和明晰化，二者间的差异实质上 

也是事实与表述间的差异。 

走过7O年的抗战史研究，历经宣传及政治需要阶段 、学术研究乏力阶段，再到国际化背景下回 

归学术但同时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挑衅的状态，影响抗战史研究的外部环境始终难以安静。抗战史 

的研究需要在“三调”间游走，既要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 ，又要梳理经历者口述的真伪 ，还要对史实 

进行细致的分析，难度极大。经历者的认知与神话传说，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同样具有史学史意义 

上的重要价值。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努力排除所有干扰接近客观事实，发掘出历史演变的特征 ， 

找到历史与现实间真实的延续性线索。 

现代历史学的表述及定性，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展开的。毋庸置疑，在抗日战争史和沦陷 

区的研究中，捍卫民族一国家立场的定性是主流，这一出发点及问题意识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多 

数的相关研究止步不前 ，影响了视野的开拓。此外，抗战时期的历史虽以抗战为中心，但仅以抗战 

的单一眼光考察，也会遗落诸多重要历史事实，反而会影响对抗战史的认识。因此，今后的抗战史 

研究，应该对现实政治需要特别是民众情感需求有所超越，面对经历者的片面认识与神话传说的描 

绘，要清醒地意识到“三调”间的差异性，应力求站在倡导和平、维护民族生存权及人权的高度，通 

过细化基础的定性研究，澄清有关抗 日战争史特别是关于沦陷区史研究中的误区，尽可能还原历史 

本相，促使人们在客观基础上理性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细化研究以扎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 

证据为根本，是科学定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所在，它可以给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降温，更可以强有 

力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论调。 

[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 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 

李金铮 

任何社会、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联结而成的，并由此形成“联系”的客观性 

和普遍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也可以说是“关系”史。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挖掘和揭示各种“关系”的互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敌占区三个区域同时并存 ，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部的关系 

犬牙交错，波诡云谲。每一区域既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又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区域发生 

“关系”的产物。不同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整体的抗 日战争史。这一迷离的形态和格局， 

为历史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无疑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试以其中一个区域，来说明以上意涵。譬如，关于中共抗 日根据地，要想做出真正有深度的研 

究，就必须以此为中心呈现“关系”的多面性。它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关系：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 

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根据地与国民党敌后游击区的关系，根据地与大后方国统区的关系，以及 

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关系。除此以外，或许还应该涉及根据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不能不说， 

以往学界也包括我 自己，对抗 日根据地的研究，多是孤立的个案，从多面“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探 

10 


